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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产力的界定、分析框架及改进

胡税根　盛禹正　胡　旭
（浙江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３１００２７）

［摘　要］作为公共管理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概念，公共生产力已然成为衡量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的重要标准和反映政府公共管理能力的显著标志。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

键时期，公共生产力研究为进一步解读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提升政府管理能力提供了新的研究路径。经

济、管理、政治、法律及伦理这五个要素为公共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基本的分析框架。要提高公

共生产力必须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重视推动组织机构改革和管理技术创新，

进一步提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强化依法行政，加强公共部门的公共伦理建设，并重视建立

相应的公共生产力评估机制。

［关键词］公共生产力；公共管理；公共服务；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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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生产力是现代公共管理研究的前沿问题。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为应对科技进
步、全球化和国际竞争的挑战，并解决财政赤字和公众信任问题，重视开展以公共责任和顾客至上
为理念的公共生产力研究，美国还专门成立了公共生产力研究中心（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因此，在公共管理领域，公共生产力成为衡量公共管理绩效水平的重要标准和反映
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显著标志。虽然公共生产力研究在我国基本上还处于空白状态，但随着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型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需要，公共生产力作为衡量公共管理和
公共服务水平的一个综合指标，将会越来越受到学术界和政府的重视。因此，研究公共生产力问
题，实际上反映了现时代人们对政府提升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水平与能力的迫切要求。

一、公共生产力的含义界定

公共生产力由英文ｐｕｂｌ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一词翻译而来，是西方学界在生产力基础之上随时代发
展和需要而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关于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生产力是人类在劳动过程中表
现出来的改造自然、获得物质资料的客观物质力量，它体现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完
全抽象地考察劳动过程，最初出现的两个要素是“人和自然”，即“劳动和劳动的自然物质”，或者说，
“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１］２２。赫拉齐米（Ａｒｉｅ　Ｈａｌａｃｈｍｉ）和霍哲（Ｍａｒｃ　Ｈｏｌｚｅｒ）认为，“生产力应被
定义为每人每小时产出的目标，以及所要求的质量，是每单位输入（直接和间接的货币计算）的最佳
产出”［２］５－１４。劳斯（Ｔｈｏｍａｓ　Ｌａｕｔｈ）认为，生产力一词代表某种投入（如劳动力和资金）与产出（如产
品和服务）的关系［３］２１。按照现代系统论的观点，生产力可以看成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多层次因
素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其对应的要素又可分为四类：一是实体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
劳动对象；二是渗透性要素，主要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等；三是传授性要素，主要是指教育训
练；四是组织性要素，主要是指管理。正因为这些因素之间有着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并按一定的
比例和联系方式组成一定的系统，生产力系统往往具有不同的新功能［４］３５。
目前西方学界对公共生产力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探讨，但对公共生产力的概念，不同的学者

有不同的认识。海沃德（Ｎ．Ｈａｙｗａｒｄ）认为，在质量层面上，公共生产力被定义为公共服务有效的输送
中资源被消耗的效率［５］５４４。哈特里（Ｈａｒｒｙ　Ｐ．Ｈａｔｒｙ）指出，公共生产力通常被认为是某项具体活动的
产出和投入的比率［６］２８。麦克（Ｊｅｒｏｍｅ　Ａ．Ｍａｒｋ）曾总结道：“公共部门的研究文献对生产力的测量有不
同的说法，如同效能、绩效、成本降低、输入输出、管理提升、方法改进、工作标准和项目评估的测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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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生产力有不同的界定。”［７］２１霍哲和李锡焕（Ｓｅｏｋ－Ｈｗａｎ　Ｌｅｅ）则认为，公共生产力的概念中内含着绩
效（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不管生产力是单位人次的投入和产出（既包括直接的，也包括间接的），还是同样的
人类劳动下生产的更多，这个概念本身意味着对公共组织所能够用以实现既定目标的资源的有效率
和有效果的利用［８］１－５。蒙哥马利·范·沃特（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　Ｖａｎ　Ｗａｒｔ）和埃文·伯曼（Ｅｖａｎ　Ｂｅｒｍａｎ）认
为，目前公共部门生产力的定义已经发生变化，包括它的范围、标准以及实现公共生产力的体制等方
面，公共生产力的范围正在变窄，效率和效果的标准正在变得更加严格，人事和采购系统甚至组织结
构方面的规则正在大幅走向精简和灵活，而这些经常是以公共部门价值如程序公平等为代价的［９］３２６。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认为，公共生产力可从三个层次加以理解。第一，公共生产力是效率和效果的测
量单位，它解释了公共资源是如何有效果和有效率地使用的。一定量的资源产出的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越多、质量越好，公共生产力就越高，这样，公共生产力就代表生产中产出量与投入量的比率。第
二，“公共”一词又强调了公共生产力的公共性，特指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配置和使用公共资源以更好
地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能力，它强调的是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在公共领域的生产力。第三，公共生产
力的获得必须契合公共伦理价值，符合法治精神。因此，公共生产力就是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运用公
共资源为社会提供的符合公共伦理价值并为社会大众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效率、效果和
公平性及其相应的能力。公共部门尤其是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越能满足公众的需求，效
率越高，越符合民主政治的价值取向和公平正义的公共伦理标准，公共生产力水平就越高。当然，在
这个过程中，公共生产力也受到科学技术、社会制度和自然环境等因素的制约。
因此，公共生产力与生产力既密切相关，又相互区别。就共同点而言，一是追求经济性。成本和

效率是生产力水平高低的显著标志，成本最低化、效率最大化是提高生产力水平的永恒诉求。生产
力是效率的衡量单位，它解释了资源是怎样很好地被使用的。对于公共生产力而言，衡量的则是公
共部门利用公共资源所创造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数量与质量。二是重视管理。管理也是一种
生产力，良好的计划、组织、领导、控制是生产力赖以提高的重要条件。相比生产力而言，公共生产
力对于管理的关注毫不逊色。就两者的区别和公共生产力自身的特点而言，一是公共生产力具有
更深刻的政治价值。公共生产力不仅关注成本和效率，而且还关注透明性、参与性、回应性、责任、
信任、利益平衡等方面。公共生产力的政治价值是由它本身所具有的公共性所决定的。二是公共
生产力受到法律更加严格的约束，与法治密切相关。尤其是公权力不能借用公共利益名义违背法
治精神。三是公共生产力蕴含着更强烈的公共伦理价值取向。公共生产力是公共部门的生产力，
它主要是为了满足民众的公共需要，具有私人部门所不具有的公共价值。公共生产力的发展不仅
在于它对一个行政组织本身的价值，更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大众的价值。公共生产力不是笼统地关
注产出水平的提高，而是从更深层面出发去关注社会公平以及责任。美国学者戴维·Ｈ．罗森布鲁
姆（Ｄａｖｉｄ　Ｈ．Ｒｏｓｅｎｂｌｏｏｍ）等提出，公共行政是运用管理、政治和法律的理论来实现立法、行政以及
司法部门的指令，为整个社会或社会的局部提供所需的管制与服务功能［１０］１１－９２。罗森布鲁姆等从
管理、政治和法律的视角研究公共管理的范式对分析公共生产力问题也有所启发。通过以上研究，
我们认为影响公共生产力的基本要素主要有五个方面：以成本和效率为标志的经济要素，以计划、
组织、领导和控制为标志的管理要素，以透明性、参与性、回应性、责任、信任和利益平衡为标志的政
治要素，以程序合法、实体合法、法律合法以及执行有力为标志的法律要素，以社会公平正义和责任
为标志的公共伦理要素。这五个要素为公共生产力研究提供了多维视角和基本的分析框架。

二、公共生产力的分析框架

根据对公共生产力含义的分析，我们提出了影响公共生产力的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和伦理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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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基本要素。但是，以往的公共生产力研究更关注经济、管理的视角，我们认为仅仅立足这些视角
还是不够的，公共生产力除受到经济、管理要素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受到政治、法律和伦理要素的影
响。如果仅从经济和管理的视角来考虑公共生产力问题是不全面的，因为过度追求经济和管理的
途径可能会导致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对政治和伦理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对法治精神的践踏。正
是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更全面准确地把握公共生产力的全貌，我们将从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和伦理
等多元视角进行研究和整合，为公共生产力提供一种新的更深刻、更全面的研究范式和分析框架。
第一，经济的视角与途径。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公共生产力体现在公共部门对稀缺资源的配置

效率上，即如何达到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在本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公共部门活动的经济性
和效率。在公共生产力领域，经济性指成本或投入水平，它要求公共部门以尽可能低的投入或成本
提供与维持既定数量和质量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在这样的经济标准中，投入越少，经济性就越高。
成本的一种简单且直观的表现就是公共部门的公共财政支出，它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获得公共生
产力所付出的经济要素成本。然而，这却不能完全反映公共生产力的经济性，还必须考虑交易成
本、机会成本等。科斯（Ｒｏｎａｌｄ　Ｃｏａｓｅ）对交易成本的解释为：“为了进行市场交易，有必要发现谁希
望进行交易，有必要告诉人们交易的愿望和方式，以及通过讨价还价的谈判缔结契约，督促契约条
款的严格履行，等等。这些工作常常是花费成本的，而任何一定比率的成本都足以使许多无需成本
的定价制度中可以进行的交易化为泡影。”［１１］１５７而公共生产力意义上的机会成本则可以理解为政
府从事某项活动的同时所损失的从事其他活动所获得最大收益的情况。此外，政府的行政权能系
统由若干个委托代理关系构成，在这种关系中，由于人的自利性和有限理性、未来的不确定性、信息
不对称性以及契约的不完备性等，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代理人（公共部门）利用委托人（民众）的授权
从事与委托人的根本利益不相一致的活动，从而导致委托人利益的损失。这种损失便是“代理成
本”［１２］。所以，公共部门的支出、交易成本、机会成本和代理成本等共同构成了公共部门活动的经
济性的分析维度。而效率可以理解为公共部门从事公共活动的单位投入与直接产出之间的比率关
系。效率指标表示服务的程度与提供服务所需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成本之比。它们衡量单位产出或
结果的成本［１３］３７。效率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生产效率，它指生产或服务过程中投入的资源
数量或所需的成本；另一类效率是配置效率，指政府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相关利益者
的不同偏好。在公共生产力的研究框架中，效率指标通常包括：投入资源数量的情况，以最有效的
方式生产和提供最合适数量和质量的产品或服务情况，产品或服务的单位成本等。
第二，管理的视角与途径。从管理的视角出发，主要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等基本管理职

能的发挥来评估公共生产力的水平。事实上，管理本身也是一种生产力，较高的管理水平将会提高
公共部门利用资源的效率和效益，从而提高公共部门活动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从计划方面来看，一
年一度的政府财政预算等政府财政计划是公共生产力在计划的职能领域的重要体现，政府财政预
决算是否科学合理将直接影响年度公共生产力的状况。从组织方面来看，公共组织是人们为了实
现特定的公共目标而集成的系统集合。公共部门的组织机制及组织内部各机构之间相互关系的完
善有利于提高管理计划的执行力。从领导方面来看，领导就是指导和激励所有组织成员参与公共
管理活动。公共生产力的实现往往离不开政府以外社会各方的参与，这就需要政府的协调和指挥，
政府领导力的水平影响着共同行动的结果。从控制角度来看，控制是对公共部门活动进行监控以
确保按计划完成。而在公共生产力方面更应该强调的是效果控制，以确保公共活动的高效性。效
果主要是公共部门所从事的公共活动的输出结果的影响，包括公共服务的质量高低、是否实现既定
目标、达成目标的程度及服务对象的满意程度等。
第三，政治的视角与途径。从政治的视角出发，公共资源的使用与配置主要是通过代议制机构

或政府的公共政策决定的。这个维度主要通过公共政策制定以及公共部门运作的透明性、参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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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性、利益平衡等方面来分析公共生产力。透明性主要指公共活动在多大程度上是公开透明的，
民众是否能够获取有关公共活动的各种信息。参与性主要指民众是否参与并影响了政府公共政策
的制定。在民主法治的社会环境中，有序的参与要求社会成员享有实质性的政治参与权利和自由，
并具有一定的政治参与素质和能力，能够承担相应的政治义务。回应性主要指政府在公共活动过
程中对民众呼声和诉求的反应程度。回应意味着政府对民众对于政策变革的接纳程度和要求作出
的反应，并采取积极措施解决问题［１４］６３。利益平衡主要指在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充分协调各个
社会群体的利益，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第四，法律的视角与途径。从法律的视角出发，我们主要通过程序合法、实体合法、法律合法以及

执法有力等方面来研究公共生产力所涉及的合法性问题。程序合法是指政府行为方式是否合乎程
序，这种程序正义是避免民众遭到公权力侵害的非常必要甚至是最后的防线。在公共行为中，对于结
构良好的问题，按照程序性惯例处理可以有效率地达到较好的结果；对于结构不良的问题，在原则上
遵循正当程序的同时，有必要保持行为主体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必须将这种裁量权限定在“必须的
范围”①之内，而且这种裁量权的最终审查权只能是法院。实体合法则指政府行为方式有没有违反实
体法，这对于防止政府部门滥用职权、越权、侵犯公民权利至关重要。法律合法则是指法律本身的合
法性，即所制定的法律是否有违背宪法的地方，是否存在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可能。执法有力是指制
定的法律是否成为执法者执法的依据，法律是否得到了有效的执行，这是法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性的
表现，如果没有很好的执行，法律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且将造成公共生产力方面的法律危机。
第五，伦理的视角与途径。从伦理的视角出发分析公共生产力，我们主要关注两个方面：一是

公平和正义，二是责任。公平性主要指公共部门的公共活动在多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包括程序
公平、分配公平和机会公平等方面。责任主要指公共行动的执行者对上级、民众和岗位所肩负的政
治责任与自身的行政伦理，其中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对人民的责任。行政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因
而，行政机关对广大人民群众负有国家制度所赋予的责任，即所谓的公共责任。这种公共责任与民
主原则的结合，要求公共组织的目标、价值偏好必须反映人民的意志，并且在行政工作中自觉接受
群众的监督。此外，公信力是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道德标杆，也是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资本。民众
对政府信任与否直接影响政府公共行为的效率，甚至决定公共活动的成败。

三、我国公共生产力的现状分析

当前，发达国家公共部门正处于改善管理、以最低的成本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
服务的巨大挑战与压力之下，因而特别重视公共生产力的研究。而对于正处在经济社会变革和转
型中的中国，推动公共生产力的研究与探讨为公共管理研究开拓了新的视野，对提升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我国公共生产力的现状特点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随着经济和社会各项改革事业尤其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推进，我国的
公共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根据公共生产力分析框架的五个维度对我国公共生产力发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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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必须的”是戴维斯在《裁量正义———一项初步的研究》一书中重构行政裁量权时的核心标准。根据戴维斯的设想，裁
量权的控制可以分为两个步骤：首先，对行政机关现实中行使的裁量权分为必须的和无须的；其次，对无须的进行删减，对
必须的进行重构。参见［美］肯尼斯·卡尔普·戴维斯《裁量正义———一项初步的研究》，毕洪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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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公共部门的资源配置和社会动员能力较强。这主要与我国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
制和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政府财政收入尤其是中央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密切相关。公共财政实力增
强，政府能够调动的公共资源总量巨大，公共部门尤其政府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占据主导地位。从
公共财政收入上看，２０１０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８３　１０１．５１亿元，完成预算的１１２．４％，比２００９年增
加了１４　５８３．２１亿元，增长了２１．３％①。巨大的财政收入提升了我国公共部门资源配置和社会动员
的能力。例如，２００８年汶川地震期间，我国各级政府迅速行动，积极救援，显示出了强大的社会动
员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而这种资源配置能力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行政管理体制及雄
厚的公共财政实力基础之上的。

第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和政府管理创新有所推进。随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新公共管理运动
的兴起，政府创新和政府再造逐渐成为政府公共管理改革的重要取向。这种改革涉及三个方面的
内容，即政府公共管理模式的重塑、政府公共管理职能的转变和政府公共管理方法的创新。政府通
过大量以提高治理能力和公民满意度为目的的创新活动，不仅提高了公民的满意度，也使政府工作
效率得以提高，促进了政府自身的管理变革。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我国连续多次进行了政府机
构改革，推动了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向前发展。尤其在地方政府层面，各个地区为了招商引资、改
善投资环境、提高政府的工作效率和服务能力，不断地在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各个领域开展创新
活动。例如，２００７年绍兴市政府开展扩权强镇改革，有效地提高了中心镇政府配置资源的能力，提
高了政府的公共管理水平，有力地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１５］１００。

第三，政治民主化程度有所提高，扩大了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作为对社会价值进
行权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其制定必须以增进公共利益为目标导向。因此，公民有效参与公共政策
的制定是公民政治参与的重要表现，是确保公共政策公共性、合法性、科学化、民主化的内在要求，

也是公民权利的具体体现。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听证制度、协商制度等的逐步完善，公民参与公共
事务的水平正在逐年提升。为了提高公民满意度和创新社会管理，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各级政府也越
来越重视公民的参与，比如杭州市推行的“开放式决策”坚持“公开、透明、参与、互动”的原则，公民参
与的理念贯穿政府决策的全过程。加强公民的政治参与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第四，法治政府建设有所进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一个
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
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②。政府立法的质量也进一
步提高。首先，在政府立法的理念上，更加体现科学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更加注重以人
为本；在政府立法的内容上，除了继续重视经济调节、市场监管方面的立法之外，近阶段更加强了社
会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立法；在立法的方式上，则更加重视听取民众与专家的意见，加大立法的
开放性与透明度，并加强对立法实施效果的评估。此外，政府日益强调建设法治政府和法治国家，

依法行政理念逐渐深入人心，各级政府的行政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进一步提高，有效地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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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处相关数据来自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详见财政部《财政部公布２０１０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基本情况》，２０１１年８月３日，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１－０８／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９１９１５１．ｈｔｍ，２０１２年１月５日。［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ＰＲＣ，″Ａ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　Ｒｅｖｅｎｕｅ　ｆｒｏｍ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Ｆｉｎａｎｃｅ　ｉｎ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０８－０３，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ｇｚｄｔ／２０１１－０８／０３／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９１９１５１．ｈｔｍ，２０１２－０１－０５．］

参见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２０１１年１０月２７日，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

２０１１／１０－２７／３４１８１７７．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２年１月３０日。［Ｓｔａｔ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ｆｉｃｅ，″Ｗｈｉｔｅ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ｔ　Ｌｅｇ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２０１１－１０－２７，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ｎｅｗｓ．ｃｏｍ／ｇｎ／２０１１／１０－２７／３４１８１７７．ｓｈｔｍｌ，

２０１２－０１－３０．］



了法治政府建设工作的开展。
第五，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开始关注公平和正义伦理价值，强调以人为本。在强调法治政府的

同时，我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也开始注重以人为本，在公共活动中日益体现出人文关怀意识。近
年来，我国城乡、地区和人群收入差距日益拉大，因此，为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政府逐步加大财政
投入，完善财政转移支付，积极推动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使利益分配朝着更公平的方向发展，
以促进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而且公平正义和民众的满意率也开始成为评估公共管理和公
共服务质量的一项重要指标。以上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各领域改革与发展取得的成就对提高我国
公共生产力的水平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表明我国公共
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的进步和提升。

（二）影响我国公共生产力提升的问题和原因

改革开放后，我国公共生产力水平有了明显进步。但同时，我国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时期，公
共管理中仍然存在许多影响公共生产力提升的因素，导致了公共生产力总体水平不高，其问题和原
因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公共部门的配置资源成本过高。从经济的视角出发，公共生产力体现为公共部门配置资

源的成本与效率。但是，目前我国却存在着行政成本过高的问题。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１９７８年
至２００９年，我国的行政管理费用均高于同期财政收入增长和ＧＤＰ增长。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
支出的比重在１９７８年仅为４．７１％，到２００６年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至７　５７１．０５亿元，占ＧＤＰ比重
上升到１８．７０％，远高于日本的２．３８％、英国的４．１９％和韩国的５．０６％［１６］２３０。改革开放以来行政
成本每年以２０％左右的幅度增长，同国外行政费占财政支出３％到６％的比重相比，我国政府的行
政成本过高。显然，过高的成本会导致公共组织效能的低下。我国政府行政成本过高的原因归纳
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机构重叠，人员膨胀，人浮于事；许多机关超预算投入，设备和基础设施
高标准配备、高水平消费；公务成本高等［１７］１４２；并缺乏有效的预算、审计和评估机制，政府财政行为
自主性程度非常高；政府在决策时对政策成本问题考虑不够多，没有经过科学有序的评估，对经济
成本没有做到最小化，导致政策行为过程出现公共资源的不必要浪费［１８］５２－５３。以上诸多原因最终
导致了政府行为中的成本浪费，降低了公共部门配置资源的效率，最终影响了政府的效能。
第二，公共部门的管理水平较为低下。近年来，公共部门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日益受到来自外

部环境和内部危机的双重挑战，而我国的公共部门却面临着应对能力不足、管理水平较为低下的困
境。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一是政府组织机构运作不善，办事效率不高。我国一些政府机构效能
低下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政府组织结构架设不科学，出现机构重叠、职权交叉等现象；人浮
于事，相互推诿，工作效率低下；政府对社会的回应能力差，不能及时处理社会问题和服务社会需
求；政府的一些决策没有针对性，脱离实际；不少政府部门的社会满意度低，公众对政府官员的认同
度不高等［１９］。效能低下的原因是我国行政体制长期以来的条块分割、职能相互交叉引起的政府部
门间内耗；政府部门内部长期存在官僚主义作风；另外，领导体制不健全也产生较大的影响，一言堂
和个人专断都会影响决策的公正、民主和科学［２０］４９。我国政府部门效能低下的表现及其原因已经
形成了一个怪圈：为了治理效能问题，中央政府频频出台政策进行政府机构改革，但是效能不足的
背景总在制约着改革的进展，新问题的出现又迫使中央政府调整政策，中央政策的频繁调整造成了
政策不稳定，又促生了政府部门低效能的结果［２１］。二是公共部门缺乏管理技术的革新。现代社会
的快速变化带来了政府外部环境的变化，政府部门机制僵化、行动缓慢、效率低下，官僚式的政府管
理方式和技术已经不能应对日益复杂的社会事务。三是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目前我国公共部门
激励标准设定的不合理、激励运用的错位、激励手段和方法的单一与滞后、激励过程缺少沟通与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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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等不足更导致了政府工作人员积极性的下降和组织绩效的降低。
第三，公共事务管理与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民参与和公民监督不足。虽然近年来我国政治民主

化进程取得了进步，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规模和领域有了较快发展，但也应看到，由于受政治、
经济、文化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我国公民参与的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多不足。这些不足主要表现
在：公民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参与能力不足、参与途径不通畅、参与程度不深、参与机制不够完善
等。此外，政府公共行为中的透明性、参与性、回应性和责任机制欠缺，暗箱操作的局面尚未得到根
本改善，政府行为也因此缺少相应的约束，极易引发寻租等权力腐败行为，背离民主政治的核心价
值。还有，公共部门利益平衡和协调能力不足。目前，我国社会中的利益格局已经出现明显的倾
斜。处于强势地位的公共部门和国有垄断企业占有了大量的公共资源，相互间形成了结盟关系，容
易产生腐败现象，而社会对此则难以进行监督和制约。腐败现象使社会公众产生政治冷漠、愤怒、
抵制等心理和行为，给公共政策的执行带来了阻力。
第四，公共部门的依法行政能力有待提高。依法行政是现代文明和法治社会的重要表现，也是

现代行政管理发展的必然结果。公共部门依法行政能力的不足会导致法治精神的破坏、公众利益
的损害。虽然我国目前已经初步形成由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但
我国的法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仍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政府部门依然存在依法行政能力不足的问
题。其主要体现为：一是存在程序合法性被忽视的现象。在我国，以政策代替法律的现象多有存
在，人治观念还未得到根本改变。由于传统上的行政一家独大局面，再加上过去对程序的忽视，我
国现有的程序性法律的数量非常少，制约了公共生产力的提升。二是违法行政的现象突出。目前
政府部门在公共行为中滥用职权、越权问题较为严重，有些地方政府经常以公共利益名义侵犯部分
民众的合法利益。近些年经常发生的由拆迁问题引发的群体性突发事件便是民众对一些地方政府
侵犯权利的公开抗争。法治最为凸显的功效就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
第五，公共伦理失范问题比较严重。伦理规范与职业操守是公共生产力水平提升的保障，然而

在我国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实践中，政府部门中也存在着不少伦理失范问题。一是公平正义的伦
理价值在现实中没有得到合理的体现。当前，我国公平问题主要体现在分配和机会不公上。从分
配不公上看，城乡、地区间收入差距过大，不同行业、部门间劳动者收入差距扩大。据统计数据显
示，从２０００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了０．４的警戒线，现已接近０．５。可见，我国贫富差距问
题已经超出了合理控制范围，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２２］１７。从机会不公上看，当今中国社会存
在着一些特权现象。在特权因素的影响下，社会的机会成为少数人的专利，扩大了社会中各种形式
的不平等，进而导致社会制度和社会阶层流动的僵化。由于不公平现象严重，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
时应解决的公平正义问题越发显得严峻和紧迫。二是公共责任缺失、公信力低下的问题日益凸显。
公共责任缺失表现为政府部门职责划分不清，片面追求政绩工程，目的与手段倒置，寻租或权力腐
败现象滋生，不仅损害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温州“７·２３”动车追尾事故
就是我国一些政府部门片面追求速度和政绩、不顾民众生命安全的结果。

四、我国公共生产力改进的思考

当前，我国正处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时期，提高公共生产力对于全面提升公共部门的公
共服务能力和增进民众的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在对我国公共生产力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的基础
上，我们可以从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和伦理等视角和维度思考我国公共生产力改进的途径。
第一，从经济的视角和途径出发，我国应重视在公共部门引入市场机制，推动公共服务供给

的ＰＰＰ（ｐｕｂｌｉｃ－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公私伙伴关系）模式发展。戴维·奥斯本（Ｄａｖｉｄ　Ｏｓｂｏｒｎｅ）和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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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盖布勒（Ｔｅｄ　Ｇａｅｂｌｅｒ）提出了以企业家精神重塑政府的主题，主张把竞争机制引入政府机
构，大力降低行政成本，建立“顾客导向”的管理服务体系，使政府机构也能成为“以绩效为中心”
的组织［２３］９７－１４０。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机制是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最基本方式；同样，在公共
部门引入市场和竞争机制，有助于降低成本、提升效率。因此，充分利用市场机制的优势，降低
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成本，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服务意识，已经成为当代各国政府理
论和实践的主流。英国政府在２０世纪末通过引入市场竞争和民营化的方式节约了政府开支，
改善了公共服务的质量，实现了公共生产力的极大提升。发达国家在借助市场方式和ＰＰＰ模式
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为我们提供了有益经验。目前，在推动公共服务质量改善的过程中，我国也
开始重视引入公共服务供给的ＰＰＰ模式，这对于提升公共生产力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
第二，从管理的视角和途径出发，我国应重视公共部门的组织机构改革，推动管理技术的创新。

全球化、信息化和市场化的快速发展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具有较强应变能力、创新能力和多元利
益整合能力的高效的公共部门。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公共部门改革中，组织小型化、
组织重组和过程再造成为提升公共部门效率和效能的重要手段，公共组织结构越来越倾向于扁平
化和弹性化。鉴于我国公共部门组织机构臃肿、职能交叉、人浮于事的现状，有必要对公共部门组
织机构进行重新审视，改革公共组织结构，推动组织机构向扁平化和弹性化方向转变，明确各部门
的职责分工，加强彼此之间的协调。与此同时，公共部门还要从管理技术和方法等方面进行改进和
创新。根据海沃德的观点，提高生产力的技术和方法是多种多样的，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类：改变
工作过程、改变雇员和改变管理文化［５］５４８－５４９。这些技术和方法同样对我国公共部门管理改革有借
鉴作用。改善公共生产力的管理技术和方法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健全激励机制，加强绩效刺
激［２４］２６９－２７１。在私营部门中，绩效刺激和生产力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公共部门中这两者之间的
关系更为复杂，其中还存在一个中间变量。这个中间变量就是绩效能否科学全面地涵盖经济性、效
率性、效果性和公平性等方面的内容。只反映片面绩效内容的绩效刺激并不能带来公共生产力的
改进；相反，全面反映绩效内容的绩效刺激往往能够带来公共生产力的提升。
第三，从政治的视角和途径出发，我国应重视提升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公民参与水平。政治民主

化是提升公共生产力的基础，我国应不断将公平、正义和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引入公共管理过程之
中，扩大公民在公共政策制定中的参与和监督，建设阳光政府。阿斯汀（Ｓｈｅｒｒｙ　Ａｒｎｓｔｅｉｎ）曾提出
“公民参与阶梯论”，该理论认为各国公民参与呈现明显的前后相继的阶段，包括无参与形式、象征
性参与和完全型参与形式［２５］。目前我国的公民参与水平处于象征性参与阶段。当前我国政府利
益平衡和协调能力不足，因此，在现有条件下，如何形成一种均衡的利益格局，将成为国家和政府必
须解决的问题。因此，要建设和谐社会，亟须扩大公民在公共事务和公共政策制定的参与水平。同
时，为了提高政府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的公民满意度，弥补现阶段体制机制的不足，还需要提高公
共管理的透明度，加强对公共部门行为的监督。只有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公共服务供给全部过程中
实现充分的公民参与和监督，才能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第四，从法律的视角和途径出发，我国应更加重视强化依法行政，提升政府管理的合法性。现

代国家的建构离不开法治，法治最为凸显的功效就是规范公共权力的运行。公共部门不能为了提
高效率而违反法治精神，这是法治社会对公共生产力的必然要求。强化依法行政首先要确保所依
之法必须合乎宪政精神，是“良法”而非“恶法”，即公共生产力的提高需要有正确的法律体系和制度
来规制。为此，必须加快现行法律体系的修缮，尽快修订不合乎宪法、侵犯公民权利、维护特殊利益
集团利益的法律。同时，对于部分领域出现的无法可依的现象，必须加快立法工作。另外，依法行
政需要加强对政府行为程序合法和实体合法的监督，提升执法水平，保证执法公正。对政府行为程
序合法性和实质合法性的考量有助于有效遏制公共部门为达成既定目标而不择手段的行为，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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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有效防止公权力对私权利的无限制的侵犯。遏制腐败、维护社会公平，关键就是要对政府等权力
部门进行权力规制。

第五，从伦理的视角和途径出发，我国应重视加强公共部门的公共伦理建设。伦理在公共管理
中具有激励和价值导向作用。针对当前影响社会公平的问题，公共部门通过公共伦理建设，以实现
公共生产力伦理价值的历史性转变。因此，公共部门首先需要加强教育，提升公务人员的伦理素养
和道德品质，实现对公平正义等公共伦理和价值观的内心认同与接受。更重要的是，由于区域、城
乡和不同群体间收入差距过大，政府亟须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同时，要解决由特权引起
的不公问题，应建立健全权力监督和制约制度，实现公共伦理尤其是行政伦理的法制化，以法律形
式禁止任何形式的“专属权利”。行政伦理立法是把伦理行为规范通过国家立法机关认可或制定上
升为国家意志、法律法规。道德良心这种软约束必须通过政治法律等硬约束才能有效地发挥作
用［２６］５２－５３。而对于目前我国公共部门公共责任缺失、公信力较低的现实，应完善公共责任制度，形
成权责一致、以责制权的结构，建立责任追究机制，以遏制寻租或权力腐败现象，保障社会公共利
益，提升社会大众对公共部门的信任度。

此外，从整合性的视角和途径出发，公共部门还应重视建立公共生产力的评估机制。随着经济
和社会的发展，人们不再仅仅关注政府工作的效率，而是开始对公共部门进行更加全面的审视。事
实上，罗斯福新政以来对大政府的重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对投入和过程效率的重视、由２０世纪
末的进步所建立起来的对僵化的人事和其他系统改革的重视，这些都将在世界范围内发生根本性
转变［９］。这种转变集中体现在从公共行政理念到实践中对于民主、回应、透明、责任、公平等政治和
伦理价值的重视。这就需要在构建公共生产力评估机制时，重视建立民主科学的评估指标体系。

评估指标设计要涉及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和伦理等领域，涵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政治效益等内
容。另外，由于公共生产力评估的历史短暂，公共生产力评估的指标体系尚不完善，因而要重视完
善公共生产力的指标体系和标准，使其更具有可操作性，发挥公共生产力评估在公共管理过程的导
向作用，这也是公共生产力的公共性质的使然。

当然，我国公共生产力研究作为一项崭新的课题，其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还在不断探索之中。

目前我国正处于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过渡时期，实现经济发展和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并重
的诉求日益强烈。公共部门也正处于改善运作、以最低的成本更有效地为公众提供产品和服务的
巨大挑战与压力之下。本文从经济、管理、政治、法律和伦理的视角来研究提升公共生产力的途径
和对策建议，有助于克服仅仅重视从经济和管理角度分析的传统模式所带来的弊端。虽然我国目
前公共生产力的水平与民众的期待仍有较大差距，但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不断深
化及公共生产力发展模式的转变，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也有助于推动公共生产
力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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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　名：《变革中的文人与文学———王安石的生平与创作考论》

作　者：刘成国

定　价：３５．００元

·新 书 架·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内容简介：本书采取专题论文的形式，对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的生平行实与文学创

作中的诸多问题，如王安石与曾巩的关系、王安石的咏物诗和咏史诗、王安石的著述、王安石的讲学、

王安石的诗文系年等等进行了多方位的探索。其中若干考证足以推翻文学史上一些习以为常的成

说定论。如考证出久负盛名的“荆公体”其实是游戏性质的“集句体”；《明妃曲》之所以在古代历史上

备受诟病，是由于诗中隐藏着离经叛道的“君臣观”，无须讳辨；“一鸟不鸣山更幽”的翻案并非只是王

安石性格倔强使然，而含有政治上的寄托。以上内容丰富、深化了我们的文学史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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